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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方式的演变及其环境后果＊

□陈阿江，吴金芳

［摘　要］　以巢湖流域的蒋村为案例分析稻作生产方式演变与环境问题，特别是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之间的关联。借助农作学研究框架，对１９４９年前后两个时期的稻作生产方式进行对比。传

统时期的水稻种植在地方社区生态系统内进行，综合运用种、水、土、肥等要素，水稻种植的环境影

响有限。从人民公社起的现代农业发展，围绕高产目标，采用新稻种、高密植，增用化肥、农药，在更

大的系统范围内用水，农业生产中的环境问题日益突显。本质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影响是一个与

现代性相生相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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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湖泊蓝藻的爆发成了热门话题。

如２００７年太湖蓝藻暴发导致无锡市自来水污染，城市供水陷入瘫痪；２０１３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高

温、少雨，巢湖蓝藻再一次大面积高密度爆发。

事实上蓝藻是一个古老的物种，不是现在才有的。沿湖民众对蓝藻也有所了解，曾将蓝藻作为肥料、饲

料等利用过，并没有觉得那么可恶。但蓝藻的疯长，却是近二十年的事，而且是“臭名昭著”。

蓝藻暴发的核心问题是湖水的富营养化，特别是水体中含氮、磷等营养素比较高。氮、磷等营养物质的

来源较多，主要包括工业废水、居民生活废水及农业生产用水排放等。其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面源污染涉

及种植业、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等。据２０１０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２００７年我国种植业总氮流失量为

１５９．７８万吨，占农业污染源总氮量的５９．８％；总磷流失量１０．８７万吨，占农业污染源总氮量的３８．１８％。① 据
《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测算，农业生产贡献的总磷、总氮分别占总量的４８％和３２％。但也有研

究认为来自农业污染的总磷、总氮分别为６５．３％和５４．４％，［１］（Ｐ１７５）农业对巢湖水体污染贡献值测算有一定差

异。测算值虽有差异，但种植业对巢湖水体中氮、磷的贡献应确定无疑。

如果留意一下中国的农业科技史，我们不难发现，肥是中国农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传统小农视肥为宝。但为什么到近期有大量肥源外溢呢？

农业生产对湖泊水体及周围环境到底产生这样的影响？本文从稻作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脉络中梳理种

植业对环境的影响，追溯以面源污染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产环境演变的历史过程。拟通过巢湖流域蒋村的

案例研究呈现农业生产方式，特别是稻作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稻作生产中种、土、水、肥等农作要素演变，以

及这些生产要素的演变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以湖泊富营养化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问题，显然是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环境问题。

传统农业生产不能说没有导致环境问题，但就目前如巢湖流域这样的环境问题，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在尝试了解这样一个与现代性关联的环境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对环境史研究所呈现的几个类型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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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伊懋可（Ｍａｒｋ　Ｅｌｖｉｎ）的《大象退隐》给读者提供了超乎寻常的想象空间。目前的大象仅分布于西南西

双版纳有限的一些地域，但在历史上，它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包括今天的华北地区的全国其他许多地方。是

什么原因使大象悄悄地退隐到西南边陲之地？

自然界的演变，如气候变冷使大象难以适应北方的环境而南迁，这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人象之

间的矛盾是大象退隐的主要原因。由于农耕的需要，开垦农田而不断清理大象所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以及

农民为了保护农作而驱赶、杀戮大象，使大象无法在集约化的农耕地区生存。大象生存的边界线不断地南

移，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中国环境不断衰退的历程。而这一衰退的过程正好是与中国农业扩展过程的历史

相吻合。［２］

其实中国地域性环境衰退，大多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开发有关。如黄河流域的环境衰退更能清晰地

说明这个问题。史念海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原在历史上曾经是森林密布、水草丰盛的地区，但由于后续的开

发，特别是农耕的影响，使这一地区呈现环境衰退的问题。［３］（Ｐ２９８）

如果说，读者对黄土高原的环境衰退具有清晰印象，那么对华南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可能不那么容易想见

了，因为南方地区的环境给人以森林密布、人地比较和谐的印象。新近的研究揭示了我们不太注意的华南地

区的环境演变。马立博（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ｒｋｓ）指出了岭南地区五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包括宋元时期汉族移民迁徙

到肥沃的河谷地带，并逐渐取代了当地世居民族；珠江上游农业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加之珠江口人口增多，

形成开发了珠江三角洲；１６世纪中期开始的商业化进程；珠三角的农民耕作模式的改变；１７世纪中期之后，

岭南人口增长、垦荒政策的实施、气候变迁以及经济的商业化是环境演变的主要因素。［４］

以湖泊富营养化为主要代表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与我们已有环境史的研究既有联系也有很

大区别。就联系方面看，导致环境演变的主要因素，除了自然界的变化，人类的活动是影响环境的主要原因。

主要的区别是，环境史学研究对象，通常时间跨度比较大，以数千年、数百年时间为限；方法上主要依赖于普

通的历史文献。而本文拟考察的对象，时间跨度比较短，除了可以利用历史文献，还可以利用社会学／人类学

的调查方法，如实地观察、口述史等。另外，当下翔实、深入、可靠的科学文献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此外，本

文无意也无力去研究一般环境史议题，而只是尝试通过一个村庄案例澄清一个具体的问题。

笔者认为，稻作生产方式演变所致环境问题，是与现代性关联的。

换言之，当代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读者将会在后文中注意到，因稻作生产方式演

变而致的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与农业现代化过程相伴生的。夏竹丽（Ｊｕｄｉｔｈ　Ｓｈａｐｉｒｏ）注意到人民公社政治体

制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开山种粮、围湖造田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作为政治学学者，她认为政治迫

害、乌托邦式冒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适宜的工业搬迁和政府移民是人民公社时期典型的危害自然的

政治因素。她将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归因于政治层面因素。夏的批评有其合适的理由：政治不民主、社会法

制缺位等导致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对立，对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５］但如果以中国近代以降不得不

进行现代化的角度看，在既要养活庞大的人口又要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启动资金的背景下，选择这样的发

展策略也有无奈之处。所以，从较长的时段看，环境演变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归于

某政治人物的过错或某个具体的政策问题。

如何从历时的角度，把农业生产方式与环境演变、特别是稻作与面源污染的关联叙述清楚？笔者在反复

的比对中，借助农作学作为叙述稻作演变与环境问题形成的参照框架。

农学中有专门研究耕作制度的学科，称农作学或耕作学。它是“研究建立合理耕作制度的技术体系和原

理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主要研究作物布局、轮作制度，复种、间作、混作、套种，土壤耕作，施肥及灌溉制度，

防除杂草，农田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恢复等”。① 农作学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展开的，本研究借鉴农作学研究的

基本框架，透过稻作的种、土、水、肥、草等几个重要环节，理解农业生产与环境演变的关系，为理解长期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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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无意识演进致流域湖泊污染提供解剖实例。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关于安徽巢县（居巢区、巢湖市）①的历史文献记载及统计数据，主要用于支撑县域的背景性知识与总体

性认识。主要查阅的文献有方志类和统计年鉴等。

巢湖流域调查。２０１２年３月，课题组就面源污染问题在巢湖流域展开进行初步的试调查。２０１３年６
月，课题组在巢湖流域的舒城县、肥西县、包河区及肥东县就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进行调查。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１１
月，课题组对巢湖流域的巢湖市、舒城、肥东县、肥西县的水稻生产过程进行追踪调查。采用问卷法调查农户

的农业生产环境影响认知，采用记账手册跟踪记录农户的用肥用药行为。上述调研，使笔者对流域宏观背景

及巢湖面源污染有了总体性的理解与把握。

巢县南部丘陵地区蒋村的田野研究。笔者之一在蒋村开展田野工作，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先后４次对蒋村进行调查，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访谈时间按年、月、日顺序标出）和参与观察法，围绕水稻

耕作方式的演变展开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涵盖三时段。

（１）传统时期蒋村水稻耕作方式。重点访谈熟悉村庄历史的老人，借助老人的反复回忆与口述还原史

实，弥补村落文字史料的不足。

（２）人民公社时期村庄水稻耕作方式。主要访谈村庄的老人和公社（乡镇）退休干部，查阅公社后期蒋村

生产队长保留的部分工作笔记。

（３）当前蒋村水稻耕作方式，特别是水稻用水、用肥方式，主要调查留守在村庄种地的中老年人。② 蒋村

的资料主要用于支撑微观层面的具体认识。

二、传统稻作方式及其生态智慧
笔者把１９４９年以前蒋村的农业视为理想类型传统农业。关于小农的研究，经济学角度对小农多持否定

意见，主要因为小农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③。但在今天环境污染、环境退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而且解决这一

问题十分困难的时候，从生态学的角度去审视传统农业，其实传统农业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进行可持续生

产具有积极意义。就南方稻作区看，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谙熟当地的地理地形条件、降水规律及水稻

品种与生长特点，能顺应天时，并辅之以少量的人工工程以满足水稻生长对水的特殊需求。如云南哈尼族的

梯田［６］、广西龙胜梯田［７］、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模式［８］等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有的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作为巢湖流域丘陵地带的蒋村，其传统稻作实践中的生态智慧值得研究。蒋村地处安徽中部丘陵地区，

系巢湖兆河水系。１９４９年，蒋村共有１４户５７人。蒋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当时巢湖周边战争频

仍，人口遭到毁灭性破坏，蒋村村民的先祖就是这一时期从外地迁移而来。１９３６年的《巢县蒋氏续修族谱序》

中明确记载“明洪武九年，始祖蒋纯携李氏辞徽州歙县卜居于此”。定居的先祖根据蒋村的生态环境特点，耕

作水稻，繁衍子嗣。因此，蒋村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村落。

蒋村背后是一片山林，山上生长着松树，山脚是草地。山地面积约４００亩。山下共８口水塘，总面积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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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称的行政区巢县，１９８３年以前为巢县，１９８３年以后为县级巢湖市，１９９９年７月９日～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为
地级巢湖市居巢区，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区划调整后为合肥市辖的县级巢湖市。

蒋村的调查中，村民吴先生提供了非常宝贵而又丰富的资料。吴先生１９４５年生，９岁辍学务农，１９６３年起（１８岁）一
直担任生产队长，人民公社结束至２００４年担任村民小组长。独特的经历，加上为人精明，他提供的信息很好地弥补了村庄层
面上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

近来，有学者注意到小农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价值，贺雪峰：《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从农业社会学角度，挖掘了包括小农的生态价值等多重意义，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亩左右。水塘下面有１５０亩左右的梯田，种植水稻。山林可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是水塘的“水塘”；水塘

蓄水，为梯田提供灌溉水源。蒋村的山林—水塘—梯田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用水系统。

由于技术及人力的局限，这个时期的村民主要以顺应地方气候特点去培育、选择稻种。这样做虽出于无

奈，但也不失是一个巧妙的办法。

和长江下游其他地区相似，巢县年降水量比较丰沛，年平均降雨量１　０００毫米左右，但年内降水量分布不

均。每年６、７月份因遇梅雨，雨量充沛，两个月平均累积降雨量超过４５９．９毫米，约占全年降雨量的４８％；８
月份晴热少雨，容易出现伏旱。［９］（Ｐ１１６～１１４）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当地农民结合地方气候特点来选择适宜

的水稻品种，使水稻生长对水的需求与降雨的周期节律相契合。传统时期蒋村稻作的当家品种小红稻①，其

生产过程中对水的需求契合了当地的气候特点。小红稻在梅雨时节移栽，借助雨水移栽，无须灌溉，节省人

力物力；秧苗移栽后１个月左右内，雨水多，太阳弱，有助于秧苗的成活与生长；８月份当地容易出现伏旱，但

此时秧苗已长成壮苗，根系发达，抗旱能力增强。后期主要利用人工修建的水塘进行灌溉，一般年份即可保

水稻需水。此外，小红稻还具有耐涝、耐旱的特点。小红稻植株高，雨季稻田可以储蓄较多的水；它也十分耐

旱，抵御伏旱的不良影响。传统农业讲“天”“地”“力”，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农作如何顺应天时、巧用地利，

而不是简单与天地抗衡，也不失是一种生态智慧。

根据年际间降雨不均的情况，农户还会灵活选用不同稻种以应对雨水不均的现实，如小冬稻和旱稻的选

配。一般丰水年份，选产量较高的小红稻；缺水年份则种植生长周期短且节水的小冬稻。小冬稻亩产约２００
斤，种植时节比小红稻晚一个多月，可以错开伏旱天气，尽可能地减少干旱给农户带来的损失。实在无水时，

农户还可选旱稻。旱稻虽然产量只有１００斤左右，但耐寒、耐瘠，且无须灌溉。相似的情形，在中国其他的稻

作区也存在。如罗康隆［１０］、崔海洋［１１］等人的研究指出，稻种对农田用水影响很大，西南侗族传统糯稻种植对

淡水资源储蓄有重要价值。侗族传承与使用的糯稻品种秆高、耐水淹、耐阴冷、抗病、抗虫。因此，可以利用

稻田储蓄水源，将养水与用水相结合；无须使用化肥、农药，即可稳产、高产；还可以实行林粮兼营、稻鱼共生、

稻鸭共生等，其经济价值可以与杂交稻持平。

除了通过稻种选育来顺应地方气候，为最大限度地利用雨水，蒋村还修建了一定数量的水利设施，并恰

当地对山林进行管理，使有限的水利设施得以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地利用。

稻田灌溉靠水塘，水塘的水源则由山林来保障。因此，保护山林、涵养水源是整个灌溉系统良性运行的

基础。封山和不开荒是当地农民保护山林的主要办法。村庄背后的山林主要归村中蒋姓族人所有，蒋姓族

人中的年长者是山林的“大管家”。平时“大管家”不允许农户上山砍柴，每年只有腊月里半个月的“开山期”

才允许砍柴。砍柴的方法也有讲究，只准砍大树上的枝桠，不允许破坏性地砍伐整株树。“开山期”主要是放

行有“山股份”的农户砍柴，但在“开山期”的最后几天允许村里没有“山股份”的村民进山拣拾小树枝或刮松

毛。“大管家”轻易不允许农户“动土开荒”。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民都恪守“山土不能动”的原则。山林私有，

有节制砍伐及不开荒等安排，避免了山林使用过程中出现“公地悲剧”。这方面，传统稻作区的哈尼族、傣族，

都十分重视森林对水源的涵养作用。比如，傣族的“竜林”（垄林）是其稻作生计乃至村寨生存的根本，生产实

践中清晰地认识到“没有林就没有水，没有水田就难以维系，而没有田，就没有米没有食，就没有了村寨的一

切”这样的基本规律。［１２］所以“竜林”已经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树林，实际上已上升到宗教文化的层面。［１３］

水塘的功能是复合的。水塘首先是用于储蓄水源。天旱时，蒋村１５０亩左右水田主要靠总面积约３０亩

的８口水塘来保障。与此同时，水塘兼具拦蓄泥沙、使水田免遭损害的功用。泥沙、杂物从高处流淌下来，储

于塘中，又成为重要的农家肥。蒋村村民利用冬春农闲时间，从水塘中挖取淤泥，覆于田土之上。② 其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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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小红稻是巢湖地区一个古老的农家水稻品种，因米粒外皮呈红色，故称“小红稻”。小红稻的优点是耐旱、耐涝、抗虫、

生长周期短，产量相对较高，亩产３００斤左右。

农村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水塘长期得不到清淤，村里的６口水塘已淤塞、废弃了，另２口水塘于１９９８年清淤而得以
继续使用。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传统时期对水塘的维护是恰当的。



同地区的传统农业有很多类似的做法，如太湖河网地区的农民有罱河泥做肥料的传统，罱河泥既清洁河道，

又增加了农业用肥。可谓是经济与环境双得益。［１４］（Ｐ６０～６１）

不同于现代农业观念里农田与灌溉水源的供给截然分开，传统农业因为控水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水田本

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蓄水池”。蒋村的冬修田埂和冬沤稻田的实践，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要让水田“存得住

水”，必须要勤修田埂。因为是梯田，上下田块有落差，田埂毁坏后容易漏水。农民冬季夯实田埂，给田埂加

固，填死鼠洞、蛇洞等。村民在栽秧前，沿梯田下埂内侧筑一条宽约１０厘米的泥埂，当地人称作“踏埂”。冬

天是否修田埂是衡量农民是否勤劳的重要尺度。如果冬天农闲时农民没有去维护与夯实田埂，要面临家族

年长者的训斥，还会被“外人”耻笑为“懒惰”。做踏埂也是衡量农民种田技能的标尺，年轻人从小就要从长辈

那里学会做踏埂，否则他会被看作是一个“不会作田”的人。

冬季沤田蓄水对改善农田用水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且兼具改善土壤增进肥力的功效。传统时期，蒋村

只种植一季水稻，冬季大部分稻田都休耕蓄水。冬季沤田具有多重功效。

一是蓄水，一般水田冬季可蓄水０．３～０．５米，有些田块可以蓄水０．７米左右，可保来年插秧用水。

二是增肥，水稻收割以后，农户将杂草、秸秆等投入田中，放水浸泡，最后再犁田、翻土、沤腐，增加肥料。

三是调节小气候，冬季整个水田白茫茫一片，每一丘梯田都是一片天然的湿地，在日光的作用下，水田为大气

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冷气流的作用下会聚成云、雾、雨、雪，又将水源源源不断地返还给

大地，改善了地表水循环。梯田冬沤蓄水，实现了对水资源的截留、储养、净化和再利用，使水田自身具有很

好的储、养水功能。尹春梅等人对稻田冬闲期间覆盖稻草的试验表明，稻草覆盖还田对冬闲稻田有保温、保

水、抑制田间杂草生长以及增加土壤有机碳的积累等生态功效。［１５］稻田冬沤是南方稻作区的传统，有的学者

认为稻田冬沤可以发挥比森林生态系统更强的水源储养能力，它“既是稻田，又是水库”。［１６］

此外，村民的生活垃圾、草木灰、粪便、牲畜肥料会返回水田系统。传统时期蒋村村民的生活垃圾主要有

尘土、菜帮、菜根等，生活垃圾被收集起来倒入村口或田头的“阳沟荡”①，用来存放、沤制肥料。草木灰是天然

的钾肥，农户都会建一个专门的灰屋，收集日常生活产生的草木灰。待水稻需要施肥时，再将沤制好的肥料

或草木灰施进农田即可。人和牲畜的粪便自然是最为珍贵的肥料。村民喜爱养猪，主要的是为积肥。生活

垃圾、草木灰、粪便等废物都以肥料的形式返回农田，既满足了农民对肥料的需求，也防止了村庄肥素的外

流。

虽然，传统农业产出有限，经济效益较低，但在实践中探索沉淀下来的生态智慧，现在看来有非常积极的

意义。那时人们开发的水利工程有限，但通过选育稻种、调整自己的耕作时节，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雨水，解决

水稻生产中的需水问题。村民对山林的细心保护，稳定了整个地区生态系统的基础。人们对已有水塘和梯

田的精心修缮和管护，是在不改变大的自然环境系统的前提下，积极地作用于小环境，来争取较好的收成。

在山林—水塘—梯田生态系统内，农户综合利用地理地形、气候、生物等多种因素来改善水的微观循环，保持

了水资源总量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水资源。

三、高产农业及其环境影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可以看作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开端。按当时的理解，农业的现代化主要是农业的“四

化”。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即所谓的“四化”，但实际

的实施状况并不是齐头并进的。５０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肇始于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

及其他方面如农机发展的尝试，其实成为后续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技术基础。大致说，人民公社时期完成了水

利工程的基础性建设，其他的方面，如化肥、农药、拖拉机、脱粒机等化学及机械电气的基本设备，也都在人民

公社期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粮食生产来看，由于当时国家农业生产实行“以粮为纲”的基本方针，所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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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阳沟荡”是当地村民在村头或田头挖的一种土窖，将日常生活垃圾导入其中沤制肥料。



食单产，在相当多的地方已达到或基本达到历史最高单产了。

在这样追求高产农业的背景下，环境问题也已与高产农业相伴随，如随后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已悄悄
潜入到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只是当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问题。这里，笔者着重通过蒋村案例，剖析人民
公社时期蒋村高产农业生产背景下，逐步累积的或潜或显的环境问题。

追求粮食高产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改变组织方式等办法来实现的。

有限的耕地面积一直是农业发展的瓶颈，所以如何扩大耕地面积成为突破农业发展约束的重要办法。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国家在山区、湖区、草原地区拓展农耕，从９０年代后期开始的退耕还林、还湖、

还草等工程看，当时的开山、围湖、垦牧存在过度的问题。

１９５４年起，在地方政府的号召下，蒋村所在地区农户上山开荒，但多数农户担心旱地种不出粮，开荒热情
不高。１９５８年以后，开荒成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全村人上山开荒，人们砍倒林木，挖
掉树根，铲光草皮。蒋村近４００亩的山林地几乎全被开垦成旱地。

１９６０年以后，开垦的荒地因种不出粮食，多被废弃。到８０年代初，村庄开荒地的利用维持在１００亩左
右。大规模开荒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村中水塘非常容易淤塞，并且一遇大雨，山洪直冲而下，水塘经常出现
决口。开荒毁坏了山林，水源涵养功能减弱甚至丧失，水塘无水源保障；与此同时山土流失导致塘埂崩塌和
水塘淤塞。原有的地方性的小型灌溉系统的储蓄能力下降。

改革传统的农作物种植制度，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

人民公社时期普遍的做法是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提高复种指数以提高粮食产量。巢县历史上
一年只种一季水稻。但从１９５３年开始，逐渐推广一年两熟至一年三熟———两季水稻和一季“午季”作物（小

麦、油菜、紫云英等），强化水田产出。这从复种指数上可以看出，１９５５年巢县的复种指数为１３３％，１９６５年复
种指数为１７３．６％，１９７５年复种指数已经提高到２１９％。［９］（Ｐ１６７）围绕高产的目标，蒋村也不断调整耕作制度。

１９５４年蒋村开始推广一年两熟，一季水稻，一季“午季”作物。１９５６年又改一年两熟为一年三熟———早稻、晚
稻和“午季”作物。当年蒋村种植面积单季水稻约１４０亩、双季水稻１０亩左右，“午季”作物约３０亩。到１９６５
年全村种植双季稻约１００亩，“午季”作物９０亩左右。１９７５年，全村１５０亩水田全部种植双季稻，“午季”作物

播种面积１４０余亩①（村民吴先生访谈，２０１３－８－１４）。

如果三熟制的推广主要使土地在年度内产出增加，密植则是单位面积上提高产量的有效办法。

以水稻生产为例，主要有两种办法来增加植株密度，一是增加每穴秧苗数，二是减少行距与株距以增加

单位面积穴数。密植提高了对肥料的要求，增施化肥成为必需的手段；密植还因通风透光不良，导致作物病
虫害增加，［１７］病虫害增加需要农药配套跟进，为水质下降埋下了隐患。１９５７年开巢县开始推广密植，规定每
穴秧苗不低于８根，按不低于５×３寸密度插秧。［９］（Ｐ１７１）县里推广，村里跟进。在蒋村，生产队长亲自到田间抓
密植工作。传统时期，每穴秧苗数３～４根，１９５９年，每穴秧苗增加到１２～１５根。人民公社后期每穴秧苗７

～８根左右。鼓励村民插秧时增加单位面积穴数，按不低于５×３寸密度插秧，超过规定密度给予工分奖励，

低于规定密度给予扣工分惩罚（村民吴先生访谈，２０１２－７－２０）。

选用高产作物品种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另一有效手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巢县主要种植地方传统籼稻，１９５７年巢县引进新稻种粳稻，６０年代政府推广“籼改粳”，

粳稻矮杆、耐肥，７０年代开始引进杂交稻种，８０年代以高产、稳产、优质为方向推广杂交稻种植，９０年代地方
传统稻种已经基本绝迹。［９］（Ｐ１９８）政府在引进与推广新稻种时，常常将产量放在首位，通过配套调整水、肥，不断
提高亩产。蒋村水稻品种也经历一个大致相似的更替过程。１９５４年以前，村民种植当地传统水稻品种，即小

红稻与小冬稻。１９５５年从外地引进新型高产籼稻，１９６３年进行“籼改粳”，从１９７２年起蒋村不再种植小红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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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双季稻耕作对肥料需求猛增，农家肥供应远远满足不了肥料需求，化学肥料供应又受产量限制，迫使人们大量种
植紫云英以增加绿肥供应，导致这一时期“午季”作物的耕作面积大增。这一时期蒋村除了预留７～１０亩的早稻育秧田外，其
余的稻田冬季都要播种“午季”作物。



和小冬稻，１９７５年又引进杂交稻。新稻种在产量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在环境方面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新稻种植增加了水、肥用量，据蒋村有经验的老农估算，８０年代种植一季新型杂交水稻的用水量约是过去传

统地方水稻品种的１．５～２倍（村民吴先生访谈，２０１３－８－１４）。罗康隆、杨庭硕的研究表明，西南民族地区的

传统糯稻在用水保水方面优势明显，而“杂交稻需要充足的日照，不能忍受水淹导致的根部缺氧，又难以与稻

田养鱼相兼容，同时还需要化肥农药的巨额投资，才能确保稳产与高产”，［１０］所以杂交稻经济效益的突显，实

际上是以牺牲传统糯稻的生态效益为代价的。

种植制度的改变，农业用水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冬季，水田种植小麦、油菜等旱作物，不但水田不能储蓄水，相反还要开深沟，尽量排干田间积水，否则容

易使麦子造成湿害。历史上种植一季水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推广的双季稻则与当地的气候产生了一定的冲

突。春季栽插早稻秧苗时，没有进入雨季，雨水偏少，主要依赖人工灌溉，加上“田底子很干”，需水量很大。

晚稻插秧时正值伏旱来临，常常出现无水栽秧的情况，勉强栽下去的秧苗也容易遭受干旱威胁。总之，从一

年一熟到一年三熟，年度内扩大了农作物种植面积，大大增加了水稻生产用水，而冬季油菜、麦类的种植则减

少了水田储水量。这一增一减使农业用水更多地依赖于水利工程。在蒋村，种植制度的改变使农业用水十

分紧张。“午季”作物的种植导致稻田不能冬沤蓄水。第二年“午季”作物收割，早稻秧苗下田，需要将冬季水

塘储蓄的水全部用来灌溉。等到早稻收割，晚稻秧苗下田时，正直夏季高温，蒸发量大，仅靠村内的水塘常常

难以满足灌溉需求，无水插秧。即使勉强插下秧苗，紧随其后的伏旱威胁也常常导致晚稻减产。通过建设现

代水利工程来完善灌溉显得非常迫切。至７０年代，巢县已基本实现水利化。蒋村一带在１９６６年底形成了

蓄、引、提相结合的“长藤结瓜式”①水利灌溉系统。１９５８年底，村民对村内８口水塘逐一进行修缮，同年，公

社又组织修建了一座小型水库，灌溉５　０００多亩水田，１９６４年开始供水。为缓解双季稻种植用水紧张的情

况，１９６６年又修建电力排灌站一座，灌溉水田１．５万亩，当年底向村庄供水，电灌站从巢湖提水灌溉，可以保

障水稻生长不受气候降水多少的影响，至此，蒋村拥有了水塘—水库—电灌站的三重灌溉保障。与此同时，

巢县一带已实现粮食作物高产稳产的目标。以人民公社时期的１９７５年为例，一年三熟制亩产大致稳定在１

３００斤。［１０］（Ｐ１７３～１７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蒋村一年三熟制的产量与巢县的平均状况相当。两季水稻９００～
１０００斤，午季作物约３００斤（村民吴先生访谈，２０１３－８－１４）。粮食产量特别是水稻能够在短时间里产量迅

速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人民公社时期高产农业所形成的生产局面，产生了那些环境影响呢？

首先，是开荒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开山开荒砍伐了大量山林，以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水

塘淤塞等问题。开山砍伐本不是村民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且事实也证明没有太高的经济效益，况且产生了直

接影响村庄农业生产的问题，所以没有持续进行下去。

其次，因高产农业的需要与之配套水利化，对后续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如前所述，在传统时期，蒋村的稻田用水是在蒋村范围内，依托自然降水—山林涵养—水塘储蓄—农田

冬沤这样一整套办法来满足水稻生长需求的。这套措施的核心是村落生态系统内的水、肥最大限度地留下

来加以利用。今天从环境的角度看，它把与外系统（最终是巢湖）的水交换降到最低。水利化以后，它调用了

村外的水库水及巢湖水。据长期担任管水员老吴估计，人民公社时期，正常年份蒋村农灌水中，本村的塘水

约占６０％，村外的水库及巢湖提灌水约占４０％（村民吴先生访谈，２０１３－８－１１）。假如暂不考虑两个不同时

期蒋村地表水的蒸发差异的话，那么从水库及巢湖调进蒋村范围内灌溉的水，经过农田，最终都流向了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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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藤结瓜是灌溉系统是丘陵灌溉渠渠系布置较好的形式。它是把灌区各级固定渠道与灌区内分散的中小型水库及
塘坝结合起来，渠道好比是“藤”，库、塘好比是瓜，实现大中小结合，引蓄提结合，内外水结合，联合运用，统一调度，充分利用当
地径流，调节用水高峰。从灌渠渠首引（提）进的水量一部分是通过这些瓜来调节，然后进行灌田。（张荣鑫：《丘陵地区塘坝技
术问答》，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２４页。）



这明显地增加了农田与巢湖之间的水交换。如果所增加的农田与巢湖的水量是“纯净水”，就无“富营养化”

之说，但实际不然，随着时间推移，农田施肥量越来越多，随水流失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也越来越多。

化肥的使用，中国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巢县（居巢、巢湖市）化肥用量的增长也是很显著的。如果

以１９８０年为基准的话，２０１４年约为１９８０年化肥用量的４．６倍。巢县（居巢、巢湖市）的情况也很相似，化肥

用量增长十分迅速，巢县２０１４年化肥用量是１９８０年的２．４倍。

蒋村的化肥用量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攀升的过程。

化肥不断进入，农家肥慢慢退出，直至完全被完全替代。１９５７年，化肥首次进入蒋村。１９６４年，蒋村第

一次使用氨水。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化肥供应日益增加，传统农家肥所占份额逐渐减少。蒋村的紫云英种

植和养猪情况能很好地说明这种变化过程。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蒋村“午季”作物中紫云英种植面积比例最高，约

占“午季”作物的一半。此后紫云英占“午季”作物的比重不断降低，１９８１年，紫云英占“午季”作物的比重下降

到３０％左右，９０年代后期多数村民已经不再种植紫云英。８０年代以前蒋村一直十分重视养猪积肥。家庭联

产责任制实行初期，家家养猪，小户一头，大户两头。养猪不赚钱，主要是为积肥。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外

出打工增多，农户养猪不断减少。２００２年以后蒋村已经没有农户养猪了。我们通过记账的方式，记录了蒋村

２０１３年６户共计９８．１亩水稻使用化肥的情况，①亩均的化肥使用量在６０公斤以上，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３年蒋村农户单季水稻化肥使用情况

户名（编号）水稻播种面积 化肥总用量（公斤／亩）氮肥（以Ｎ计，公斤／亩） 磷肥（折合成Ｐ２Ｏ５，公斤／亩） 钾肥（折合成Ｋ２Ｏ，公斤／亩）

ＪＧＨ　 ６．３　 ７５　 ２１．１４　 ６．４　 １２．８
ＷＳＣ　 ９．３　 ６０　 １８．４２　 ４．５　 ９
ＸＭＦ　 １０．５　 ９５　 ２６．１０　 ６．３０　 １２．５７
ＬＹＳ　 ２２　 ４５　 １５．２　 ３．６　 ７．２
ＷＨＣ　 ２４　 ６０　 １７．２　 ５．６　 １１．２
ＷＣＬ　 ２６　 ７０　 ２２．６　 ５．２　 １０．４
平均 — ６４．０　 １９．５０　 ５．０７　 １０．１３

　　资料来源：农户化肥使用记录。具体做法：给蒋村的６位农户每户发一个化肥使用记录本，让农户如实记录一季水稻的化肥使用情况。为

保证记录的准确性，调查人员同时跟进。

那么，读者关心的是蒋村那里水田到底有多少化肥最终流入巢湖？“在欧洲，在农业和环境专家讨论水

环境安全的农田氮素盈余最大限量标准时，专家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将这一限额定为每公顷农田１０公斤还

是２０公斤”。［１８］如果以每公顷２０公斤为标准考虑的话，目前蒋村水稻使用氮素是这个限值的近１４．６倍。另

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汇总全国７８２个田间试验的资料，氮肥在中国的当季利

用率平均为３３．３％，磷肥的当季利用率为１０％～１５％，钾肥的当季利用率为３５％～５０％。［１９］当然，这些数据

或标准只是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比照，使我们大致了解化肥流失的基本情况。就蒋村案例而言，实际的情况会

更加复杂。蒋村农田的水没有直接进入巢湖。由于蒋村处于相对比较高的地势，所以从蒋村农田流出的水

进入排水沟。一部分进入排水沟的水会被地势较低的其他村庄用于农田灌溉，最终流入巢湖———这样有部

分肥被利用起来了。另一部分水由排水沟再进入河流，在水沟、河流滞留期间，水的养分会被水生植物吸收

利用，实际进入巢湖的营养成分数量会衰减。

总而言之，从目前已经有的研究看，因为受人力及自然条件的约束，传统稻作是在一个相对小的系统内

实现物质、能量环流，农业用水、用肥大部分也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系统中进行的。

小系统相对稳定，对外围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小，这是传统稻农业与环境协调的基本特点。

现代农业发展对于提高农产品产出、提高经济效益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对现代农业造成的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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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村庄另有５０多亩水田没有被纳入调查，其中约３０亩水田因灌溉不利，被村民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另有２０多亩水田由
外村人代耕，外村代耕者不配合调查。



响也值得反思。现代农业需要不断地从外界输入肥源，不仅施用过量，而且也把传统农业视为宝的传统农家
肥替代和排挤了，农田系统肥素总体上的富余，最终必然流向湖泊等大的水体。水利现代化，又为富余肥素
的外排提供了空间条件，对外围环境的影响难以避免。从稻作演变的角度透视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关联，在一
个新的层面上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复杂性特点。

如何客观对待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如何将优秀农业遗产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是值得研究者、实
践者和政策制定者反思的重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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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方古籍研究丛书·第二辑《请缨日记校注》出版

清代唐景崧著，李寅生、李光先校注的《请缨日记校注》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

《请缨日记》是清末广西桂林灌阳人唐景崧赴越，联络刘永福黑旗

军抗法的一部日记。《请缨日记》十卷，其篇幅短则仅仅两字，如《请缨

日记·卷一·二十三日》：“抵卫。”长则八千多字，如《请缨日记·卷五

·九月初五日》，内有两封张之洞来电，一段请缨客议论，刘铭传、左宗

棠、杨昌濬三人的四封奏疏，共计八千余字。长短非常悬殊。其中有日

记、有游诗、有往来书电、有奏折、有谕旨、有条约等，内容庞杂，对唐景

崧的《请缨日记》进行研读和校注，它的意义在于：一、对唐景崧做一个

比较深入、全面的个案研究，推动八桂乡贤的研究，具有弘扬乡土先贤、

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二、将有助于分析和研究中法、越法战争历

史，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三、通过其日记了解越南的风土人情，具有民俗

学的意义；四、其日记中的尺牍、诗文等，具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五、

“城以人传”，加深和扩大唐景崧的研究有利于灌阳县的文化建设；六、

扩大和深入唐景崧的研究有助于充实桂学。

由于该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纪录，故极具史料价值，在中法战争研

究领域时常被引用。由于年代久远涉及越南，《请缨日记》对当代读者

而言有一定的阅读困难，故对该书进行校注及初步研究能够给读者阅

读及进一步研究该书提供一定的便利。该书共计４８万字，定价６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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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阿江，吴金芳稻作方式的演变及其环境后果


